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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中的“水难”
张怡微

一般来说 ， 中国古代小说的故事

背景多发生于内陆 ， 很少涉及海洋 。

《西游记 》 故事的前身 “玄奘取经故

事”， 原本也是发生于内陆地区的行旅

事迹 。 唐朝与印度海陆往来频繁 ， 鸠

摩罗王曾建议玄奘回程向南走海路 ，

但玄奘婉拒了 ， 跟随丝绸之路的商队

穿越帕米尔高原和西域诸国返回大唐。

《西游记》 最早的故事原型并无明显的

海洋文化痕迹。

明代以前 ， “西游故事 ” 经过不

同文体如杂剧 、 平话等拼贴 ， 形成了

独有的故事群落特征 ， 开始糅杂复杂

的文化源流 ， 其中就包括了对异域

“海洋文化” 的接受。 这种改变的痕迹

非常隐微 。 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

（一） 唐僧身世故事中的 “水” 意象；

（二 ） 龙王传说与求雨故事的融合 ；

（三 ） 其他 “水难 ” 与 “水怪 ” （与

“水” 有关的妖怪） 的展演。 在世德堂

本 （1592） 《西游记》 的险难设计中，

虽然表面上山难故事多于水难 ， 但

“水” 的意象还是组成了小说最重要的

布景和情节 ， 考验取经人的弱点 。 有

关 “水 ” 的渴望与恐惧 ， 构成了明代

中国人基于农耕文明而自然型塑的情

感结构和神话结构。

唐僧身世故事中的 “水” 意象

今见通行本 《西游记 》 第九回

“唐僧出世” 故事系清初汪澹漪 《西游

证道书》 增插， 也就是说， 明代 1592

年南京金陵世德堂本所刊 《西游记 》

中并没有这个故事 。 这是非常奇特的

现象 ， 历来也有广泛讨论 。 《唐三藏

西游释厄传 》 收入了 “陈光蕊故事 ”，

以三藏出身为主 ， 叙述他早年所经历

的灾难 。 世本 《西游记 》 反而只留下

一段韵文 ， 在清人黄太鸿和汪象旭所

编 《西游证道书 》 中 ， 陈光蕊的故事

首次成为第九回的主要内容 。 也就是

说 ， 《西游记 》 原本依据的是玄奘取

经的故事 ， 但玄奘的身世作为重要取

经故事缘起 ， 反而是清代才补充进去

的。 1980 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百回本 《西游记 》， 曾将这 “第九回 ”

故事改为 “附录 ”。 这一回的回目是

“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

故事说的是唐代贞观年间 ， 海州平民

学子陈光蕊高中状元 ， 与宰相之女殷

温娇结婚 ， 不久又被朝廷任命为江州

知州 。 陈光蕊携妻赴任途中遭遇洪江

水寇刘洪谋害 ， 被杀沉江 ， 还被刘洪

夺妻冒官 ， 温娇为了保护腹中胎儿只

得忍耐 。 生下婴儿后 ， 将他与一封血

书放逐水上， 为金山寺法明长老所救，

命名为 “江流儿”， 字面意思是江面漂

流的儿童 。 十八年后 ， 江流儿 ， 也就

是陈玄奘长大成人 ， 查清昔年冤案 。

陈光蕊因龙王救护不死 ， 还阳与妻子

团圆 。 但温娇因失身侍贼 ， 有愧于丈

夫， 投江自尽。

不难发现 ， 这个故事凸显了 “水

难 ” 的元素 ， 并且将一些细节做了调

整 。 首先将河南人 （籍贯地洛州 ， 即

今日洛阳 ） 玄奘改为在沿海 （海州弘

农郡聚贤庄 ） 出生 ， 以便让他的父亲

能被海龙王所救 ； 其次将唐僧的诞生

与一场水难挂钩 。 他的父母遭遇水上

盗贼 ， 盗贼的名字是 “刘洪 ” ， 与

“流洪” 同音， 唐僧自己也被命名为与

水有关的 “江流儿”， 意为他在水上出

生并漂流的悲惨命运 。 “江流儿 ” 的

神话 ， 出现在分布广泛的中国英雄传

奇中， 如后稷被弃于寒冰而不死 ， 重

生以后成为周人的始祖 。 徐偃王被丢

弃于水滨 ， 为孤独母犬鹄苍所救 ， 最

后也成为一代王者 。 还有彝族传说

“铁箱里的淌来儿 ” 等等 。 另一部中

国著名小说 《水浒传》， 说的也是与水

和盗匪有关的故事 。 如果我们放眼世

界视域 ， 会发现这和安放着摩西的

“箱子” 一样， “水” 的神秘与不稳定

性等特质 ， 都预表人的生命力和神的

安排 。 “江流儿 ” 故事原型也并非中

国独有。

《西游记》中“江流儿”故事的诞生，

最早来源于中国戏曲文本 ， 并广泛传

播 。 同样 ， 也是戏曲文本最早将该故

事编入广义上的 “西游故事 ” 群落 。

目前可知最早讲述该故事的文本 ， 是

宋元南戏 《陈光蕊江流和尚》。 也就是

说 ， “水难 ” 是广义上西游故事群落

中出现时间较早的故事原型 。 戏曲中

类似的官员携妻赴任新职， 遭遇水寇，

于江心被杀 ， 多年后真相大白的故事

还有很多 ， 如唐代 《原化记 》 《乾月

巽子》， 或另一则话本故事改编的 《白

罗衫》， 都曾在民间广为流传。 世德堂

本 《西游记》 把 “江流儿” 故事删除，

只保留了一段唐僧出身的韵语 ， 这是

因为 ， 戏曲之外的民间传说和历史典

籍中 ， 并没有确切提到陈光蕊是唐僧

父亲的说法 。 但显而易见的是 ， 《西

游记》 核心人物唐僧的故事与 “水难”

直接有关 ， 这段故事里 “龙王相救 ”

的段落也是西游 “水难 ” 故事的经典

范例。

龙王传说与 《西游记》

中的求雨故事

《西游记 》 中 ， “龙王 ” 的情节

占比非常大 ， 他经常承担救援的工作

（《西游记 》 中也有不好的龙王 ， 如万

圣龙王就是盗贼）。 水神的存在， 意味

着人类对自然的不可控之力 ， 和对控

制风雨的欲望 。 以 “魏征斩龙 ” 传说

为代表 ， 它是隶属于 《西游记 》 取经

缘起的故事之一 ， 讲述的是泾河龙王

与术士袁天罡打赌降雨时辰 ， 袁天罡

算中后 ， 泾河龙王为了赌赢私自改了

行雨的雨量和时辰 ， 被玉帝发现要被

砍头 ， 托梦向唐太宗求情 ， 却还是被

魏征斩首的故事 。 《西游记 》 中龙王

的主要职能是司雨， 也就是管理下雨，

下多少滴雨却要听从玉皇大帝的严格

安排 ， 违反规定会遭遇严厉惩罚 。 有

学者认为 ， 中国的四海神及龙王信仰

中并没有赋予龙具体的司雨职能 ， 季

羡林先生就曾提到 《西游记 》 中的龙

王故事受到了印度龙神崇拜的影响 。

龙王有一些特点可能也与这个来源有

关 ， 诸如宝贝多 、 财产多 、 子女多 、

亲戚多等等 。 《西游记 》 中只有三个

重要人物有家庭———猪八戒、 牛魔王、

龙王。

世界文明中的龙主要有三个源流，

分别是印度 、 西欧和中国 。 最近出版

的 《龙王的嬗变 ： 白族水神信仰体系

的人类学透视 》 一书中就重新梳理了

中国白族 （云南大理地区 ） 水神信仰

体系 ， 给我们理解 《西游记 》 带来很

多启迪。 学者赵樚在 《论白族龙文化》

一书中也曾提到 ， “白族的社会生活

实践中 ， 凡是与水有关 ， 就必然有

‘龙 ’ 的观念的出现 ”。 这里的 “水 ”

也不只是 “雨水”。 明代李元阳撰文的

《赵州甘雨祠记 》 中记载 ， 嘉靖年间 ，

大理多地久旱不雨 。 为了求雨 ， 赵州

州首去湫龙潭求雨。 途中遇到一条蛇，

他听人劝告拿出祭品和瓦罐 ， 到了傍

晚 ， 赵州郡内果然大雨如注 。 其实 ，

为了求雨 ， “龙 ” 和蛇 （小龙 ） 也不

是唯一的吉祥物 ， 古人还曾祈求过蜥

蜴 、 青蛙等 。 古代的农业生产取决于

大自然的支配 ， 古人尤其重视风调雨

顺 ， 而掌管风调雨顺的神明就显得特

别有权力。

对 “雨水 ” 的共同渴望可能与中

印两国农耕文明的背景有关 。 孙悟空

曾因沿路遭遇旱灾求助 ， 如第八十七

回 “凤仙郡冒天止雨 孙大圣劝善施

霖”， 当地居民因过失得罪了玉帝， 被

惩罚三年无雨可下 ， 可见雨水最高的

管理权在玉皇大帝手中 。 但龙王有自

己的办法私藏雨点帮助孙悟空 ， 一次

是观音菩萨为灭红孩儿的三昧真火 ，

就向龙王借了一捧海水 ， 虽然并没有

起到作用 。 另一次是孙悟空在朱紫国

行医 （朱紫国被一些学者认为位于现

今印度境内）。 药方中需要无根水作为

药引 ， 所以用不了河水 、 井水 。 龙王

给了孙悟空两个喷嚏助力 ， 令 “文武

多官并三宫六院嫔妃与三千彩女八百

娇娥 ， 一个个擎杯托盏 ， 举碗持盘 ，

等接甘雨”， 化解了国王的忧郁症和消

化疾病。 《西游记》 中的 “水难”， 最

直接的表现就是干旱缺水 ， 神明也因

这一民众内心的需求而被发明出来 ，

成为典型的中国故事。

其他 “水难” 与 “水怪”

干旱与求雨之外 ， 《西游记 》 中

的其他 “水难”，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渡

海 。 孙悟空要求长生不老之道 ， 经他

的猿猴长辈提醒， 在花果山无法习得，

只得离开家乡 ， 他遇到的第一个困难

就是渡海 。 他扎了一只木筏 ， “独自

登筏 ， 尽力撑开 ， 飘飘荡荡 ， 径向大

海波中”。 明代的西洋大海， 指的是文

莱以西的海域或印度洋海域 。 一只猴

子如何独自渡海 ， 看似是虚构笔法 ，

显得十分浪漫 。 但据最新的研究 ，

“在秘鲁亚马逊森林深处发现的 4 颗猴

子牙齿化石表明 ， 在数千万年前 ， 确

实有灵长类的猴子漂洋过海 ， 从非洲

来到了南美洲”。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中

国 《西游记 》 图像历史的形成中 （如

插图插画 ） 极少有渡海的画面 ， 而在

日本多种 《绘本西游记 》 中 ， 都曾将

“悟空乘筏浮大海” 作为重点改编绘画

的对象 ， 这可能与日本是一个岛国有

关 。 他们对于海洋知识和渡海知识有

更具体的经验转化为图像 ， 对于孙悟

空出海的画面也有不一样的改编创作

成果 ， 例如有的孙悟空会用到船篙 ，

有的则不会。

唐僧的西行之路 ， 基本是沿着陆

地行走的 ， 但也难免遇到不容易渡过

的河流， 如著名的流沙河 （第八回 ），

这是一条古老的河流 ， 在宋代的 《大

唐三藏取经诗话 》 中就记载玄奘法师

的前世在此地被深沙神吃掉 。 这个水

“鹅毛也不能浮， 唯有九个取经人的骷

髅， 浮在水面 ， 再不能沉 ”。 深沙神 ，

也就是取经人沙和尚形象的前身 。 沙

和尚在日本的形象演变类型复杂 。 昭

和七年 （1932）， 日本少年讲谈社出版

的第五卷 《孙悟空 》 一书中 ， 里面有

一节 《河童的侦查》， 较早将沙僧的形

象与河童的形象合一 ， 有鸟的喙 、 青

蛙的四肢 、 猴子的身体及乌龟的壳 ，

如同多种动物的综合体 。 沙僧在日本

的形象也不只是河童 ， 有很多形象来

源。 昭和 29 年 （1954） 川端康成、 阿

部知二等主编的绘本 《水浒传 、 西游

记 》 中 ， 沙僧还有一个典型中亚人面

孔的形象。 猪八戒曾在天河管理水兵，

水里打仗他比孙悟空强 。 取经人中 ，

唯有唐僧完全不识水性 。 但唐僧与

“水难” 关系密切， 他曾多次落水 （如

第四十七到四十九回 “通天河 ”）， 第

九十九回因为忘记与老鼋许下的承诺，

甚至连取回的经文都全部落水 。 除了

落水， 他还曾喝下子母河的水而怀孕。

以上皆属八十一难经历的厄运 。 但一

般来说， 我们还是会认为， 《西游记》

中 “山难 ” 多于 “水难 ” （到了明代

《西游补》 中， 孙悟空一直在为唐僧找

寻 “驱山铎” 缓解师父的焦虑）， 成为

了阅读惯性中的 “刻板印象”。

虽然 《西游记 》 基本是以陆地行

旅为故事的背景 ， 但有关 “水 ” 的威

胁 、 恐惧和焦虑始终存在 。 在 《西游

记 》 中 ， 唐僧每过一座山就会感到害

怕， 觉得一定会遇到妖怪。 每到此时，

孙悟空就会劝他不要多心 ， 念一念

《心经 》， “心生种种魔生 ， 心灭种种

魔灭”。 唐僧未曾提及怕 “水”， “水”

却是阻碍他顺利西行的重要苦难之一，

他的出身故事就与水有关 。 直至故事

末尾 ， 他的尸体漂流在凌云渡之上 ，

完成了佛教意义上对肉体的舍弃 。 由

水上而来， 经水上而去。

书共人长久，绵绵史可征
程毅中

徐俊同志自 1983 年入职中华书局

以来 ， 经历过许多职务 ， 做过各种工

作 ， 阅历丰富 。 1991 年为了纪念建局

八十周年， 他参与了 《中华书局收藏现

代名人书信手迹》 一书的编选， 曾仔细

查阅了中华书局的旧档。 出于他对书法

的爱好， 精心选录了许多珍贵的名人书

信。 他是个有心人， 我相信这时他对中

华书局的局史已有了大概的了解， 对这

些信的史料价值， 比我们许多早入职的

同仁了解得更多。 例如他把向达先生的

九封信全部收入了， 二十年以后他又对

这九封信作了考证和阐释， 为向达先生

的学术传记作了重要的补充。

2006 年以来 ， 徐俊同志担当了修

订点校本 “二十四史” 及 《清史稿》 工

作的重任， 由文学专业出身而已学有专

长的老编辑转向了历史学科， 在边干边

学中积累了许多经验， 对史部古籍整理

有了新的认识， 成为中华书局点校 “二

十四史” 的新一代负责人。 在修订工作

开始时就组织人员仔细清理旧档， 访问

前辈， 建立了深厚的文献意识。 “文”

是书写的记载， “献” 的古训是贤人。

如孔子所说的 ： 杞 、 宋二国的文献不

足， 所以就不能征之为夏礼、 殷礼的史

源 （见 《论语·八佾》）。 文献才是历史

记载的根源。

前贤的记忆还是要靠文字记载才成

为 “文献 ” ， 如蔡美彪先生是从点校

《资治通鉴》 到启动修订点校本 “二十

四史” 及 《清史稿》 工程唯一的、 全面

的历史见证人， 真是古人所谓的 “献”，

要不是徐俊和他进行过多次访谈， 就不

会写成 《平实而通达的引路人》 一文，

使我们详细了解了 《资治通鉴》 与 “二

十四史” 整理出版的缘起。 此前蔡先生

自己的著作没有在中华书局出版， 只提

出了不少评论和建议， 对中华书局的古

籍整理出版工作评价很高， 他认为新中

国学术成绩最突出的是考古发掘、 古籍

整理、 民族调查三个方面， 真是高瞻远

瞩， 独具慧眼。 他对中华书局寄予了厚

望， 真是中华书局的老朋友和引路人。

我对此才有了新的认识。

徐俊同志对历史的尊重， 对文献的

敬畏， 对前贤的爱护， 驱使他写出了这

些充满热情的文章。 本书第一篇 《王仲

闻： 一位不该被忘却的学者》， 就是产

生于重印 《全宋词》 时查看旧档而产生

的感动。 他并没有见过王先生， 但看到

这些审稿笔记， 就情不自禁地发愿要把

这份笔记公之于世， 让 《全宋词》 的读

者都能记起它的责任编辑和参订者。 又

如他 1996 年从旧档里看到周振甫先生

的 《管锥编 》 选题建议及 《管锥编 》

《谈艺录》 的审读报告， 深受感动， 就

用刚学会的技术亲手把近五万字的周先

生审读意见全文逐字录入电脑， 认真学

习， 后来就公之于众， 显示了他对前辈

业绩的珍重， 也给编辑界的同仁提供了

典范。 这些文字里， 都深含着他感情的

温度。

点校本 “二十四史” 修订工程开始

之后， 徐俊同志更仔细地查阅旧档， 请

教前贤， 访问老作者的亲属及学生， 理

清当年每一史的点校过程、 体例形成过

程和各史特点， 尽可能地保持点校本已

取得的整理成果和学术优势， 在出版之

后都做了详细的介绍， 足见他对史部古

籍整理工作有了深切的理解。 最近的一

篇 《二十四史点校整理的回顾与现状》，

也是修订工程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我相

信在修订版 “二十四史” 及 《清史稿》

出齐之后， 他还会写出更完整更深入的

总结。

“二十四史” 的整理出版过程， 反

映了这二十年间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一

段历史， 也折射了二十年政治气候的变

化 。 必须考虑到 ， 1958 年点校工作启

动的时候 ， 正是推行 “大跃进 ” 的时

期， 所以宋云彬点校 《史记》 时， 上午

还要为炼钢铁而劈柴。 历史的进程， 总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 规划 、 计

划， 赶不上客观条件的变化。 因此我们

的工作， 总会留下一些遗憾， 留待后人

继续修订。

在主持修订点校本 “二十四史” 及

《清史稿》 的工作中， 徐俊对史部古籍

整理有了不少新的认识。 他对已出的点

校本， 作了全面的调查和评估， 并澄清

了一些疑问。 正如以中华书局编辑部名

义写的 《修订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缘起》

所说的， 既保持了点校本已取得的整理

成果和学术优势， 又如实地说明了修订

本的重大突破 ， 最后表明 ： “成为定

本” 还需要广大读者的考验和后人的不

断努力。

我们出版业的工作人员， 永远只能

向读者表示这样的态度。

整理出版 “二十四史” 最初是郑振

铎先生提出的。 毛泽东主席一向号召党

政干部要读 《资治通鉴》， 1953 年提出

要做标点本 ， 1956 年由古籍出版社赶

出来了， 毛主席很满意， 只是批评了精

装本太重 ， 拿不动 。 1958 年提出要印

“前四史”， 以一年为期， 经范文澜、 吴

晗等人请示报告 ， 再扩展到 “二十四

史” 的整理。 中央领导只是提出一项任

务， 本来不会也不必考虑整理出版的具

体细节， 但进度总是要快。 而实际工作

的学者， 则总是愿意尽自己所能， 把工

作做得好一些。 因而 1959 年国庆献礼，

只有 《史记》 因为有顾颉刚、 贺次君先

生的初稿 ， 总算由宋云彬先生赶出来

了。 点校 《三国志》 的陈乃乾先生早起

还是赶上了晚集， 到 1959 年底才出书。

后来前四史到 1965 年才出齐 ， 主要原

因是整理者、 出版者都出于自己的责任

感、 使命感， 忠于自己的职业操守， 想

提高学术质量 ， 尽可能提高校勘的要

求， 追求体例的完善。 据说古籍规划小

组组长齐燕铭同志 1960 年还提出了

“成为定本” 的要求， 压力很大。 后来

唐长孺先生的北朝四史、 王仲荦先生的

南朝五史 ， 全面执行陈垣先生提出的

“校勘四法”， 更增加了整理的难度， 拖

到 1965 年也没能出书。 这都是学术工

作者的一片好心， 但也产生了一定的负

面后果。 直到 1976 年， 毛主席也没有

看到 “二十四史” 修订点校本出齐， 辜

负了老人家对古籍整理工作的厚望。

本来吴晗先生等策划的也是先出

“普通本”， 另出集注本、 新注本， 这一

点恐怕是我们理解不到位， 造成了越来

越深的深井。 吴晗作为明史专家， 恐怕

也想不到 《明史》 的标点会遇上那么多

难题。

我个人对上级交办的任务， 也总想

取法乎上， 力求保证质量， 但往往延误

了时间。 如 1959 年接受了编辑 《海瑞

集》 的任务， 当时只知道文化部副部长

钱俊瑞曾过问此事， 吴晗更积极地写了

《海瑞的故事》 和剧本 《海瑞罢官》 等，

我估计是有上级领导指示的， 所以努力

做了校勘、 标点、 辑佚的整理工作， 屡

次统版改版， 拖延到了 1962 年底才出

书， 又如 1962 年 3 月， 周扬曾指示要

出老专家过去的论文集和专著， 周一良

先生的论文集就是一个例子， 也因误了

时机 ， 到 1964 年就不敢公开发行了

（详见本书 《周一良 〈魏晋南北朝史论

集〉 出版轶事》 一文）。 还是 1961 年 ，

周扬写了一个条子， 要出徐文长、 汤显

祖、 郑板桥的集子， 交到中华， 我又接

受了编 《徐渭集》 的任务。 也是一再改

版， 拖延到 1965 年才打出纸型 。 那时

文化部已经挨批了， 就不敢付印， 压到

1983 年才印出来 。 因此我的经验教训

是上级交付的任务一定要快赶， 但又不

能草率从事， 忙中出错， 这使我非常困

惑 。 1973 年 ， 我又接受了中央交办的

重印 《昭明文选》 的任务， 不敢排印，

就提出影印宋刻本的方案， 居然被批准

了。 当时乘机多印了一些， 内部卖给曹

道衡、 袁行霈等专家学者， 还办了一件

好事。 但是排印书还是要认真整理， 取

法乎上， 否则就背离了我们的初衷。

1976 年 ， 大概是 5 月份 ， 出版口

下达命令， 毛主席要看大字本 《李太白

全集》， 中华、 商务当时合署办公， 社

领导动员好几位同仁加急点校， 委派周

振甫先生和我负责定稿发稿。 这次我们

不等全书定稿， 分卷发排， 流水作业，

打出一卷清样就送一卷到中央， 大约送

出了不到十卷 。 直到 9 月 8 日 22 点 ，

我和校对科的好几位同事还在新华印刷

厂加班校读清样， 不料 9 月 9 日凌晨毛

主席去世了……这次我是急事急办了 ，

可惜还是没赶上。

我个人的一点经验教训， 也愿与同

仁们共享。 顺便写下来作为文献资料，

附在徐俊的骥尾之后， 借以纪念中华书

局的 110 周年。

本书题名为 《翠微却顾集》， 化用

了李白的诗句， 与中华书局上世纪 “翠

微校史” 的佳话相衔接而增加了诗意。

“翠微校史” 的佳话， 最早是 1963 年王

仲荦先生等入住翠微路中华书局宿舍时

说起的 （王同策先生在 《翠微校史的日

子里》 一文中， 记罗继祖先生的话， 王

仲荦先生曾提议罗先生画一幅 《翠微校

史图》， 可惜没有实现， 现存只有一张

陈垣先生家里拍的照片。 赵守俨先生哲

嗣赵珩兄写有 《翠微校史： 西北楼里的

大师们》 一文， 已传为佳话）。 本书里

的文章已成为中华书局局史积累的史源

文献， 也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史料的

一个部分。 因此徐俊把这本书加上 “中

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 的副标题， 并

不是自我夸张。

本书为现代的多位专家学者补写了

外传， 但不是 “儒林传”， 而是艺文志

的大序。 这些文章， 都是中华书局局史

长编的资料， 也是现代学术文化发展史

长编的资料。 徐俊在清理档案文献中不

断提高了他的史才、 史学和史识， 而他

对前辈业绩的热情爱护， 则养成了工作

中的一种史德。 我感到遗憾的是， 中华

书局有一时期的部分档案， 竟流失在外

了。 徐俊从网络上搜索到了一些残片，

稍稍得以补救， 也算是拾遗补缺了。

徐俊同志委派我为本书写一篇序 ，

我对这些书和人还略有所知， 为 “二十

四史” 只做过极小极少的一点工作， 但

义不容辞， 勉力写了一点随感， 聊以应

命。 通读本书， 深为感动， 不禁情发乎

中， 谨以小诗一首为赞：

书共人长久， 绵绵史可征。

中华文与献， 千载树长青。

2021 年 11 月 11 日

（本文系作者为徐俊 《翠微却顾
集———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 所作
序言， 该书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川端康成、 阿部知二等主编的绘本 《水浒传 西游记》


